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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疑古"的困惑 

— —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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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文史哲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当下古史年代学研究可行的路径，仍应是在古文献“文本”的基础上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 已 

有的年代系统调整到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夏商周断代工程不由此途，而将主要精力放到非文 

字史料的调查和取证上，所得结果大都不可据。工程所提倡的多学科方法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由此导致年 

代学论证上的一系列失误。这些失误表明，作为工程的指导理念，“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以及“超越疑古，走 

出迷茫”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 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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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一度轰动国际的“夏商周断代工 

程”，近来似乎渐被人们淡忘。暂时出版的《夏商 

周断代工程 1996--2000年 阶段成果报告 (简 

本)》(以下简称《报告》)⋯，牵连我们民族“五千 

年”的历史情结，看来无论如何都难孚人望。纯 

从学术上说，一套牵强而并不完整的具体年代和 

数字未必就那么紧要，也许背后的一系列观念和 

意向更值得学界反省和深思。 

一

、研究理路的检讨 

古史年代学研究的困境和难处人所共知，但 

相关工作也不是完全没有“文本”可循。当下可 

行的路径，应该还是在现存古文献“文本”的基础 

上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已有的年代系统调整 

到目前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或者 

在得不出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制定几种备案，而不 

必强求圈定一种结论。实在说，断代工程匆匆作 

业，并未对现存“文本”进行深到、仔细、有所突破 

和发明的系统研究。《报告》所反映的研究理路， 

几乎是将现存“文本”悉数打散，然后与各种旧有 

的或重新提取的证件(文字的及非文字的)作不 

恰当的比附，又从而以一个个自认为“最佳选择” 

的年代拼凑出一个总表。这样的做法只着眼于既 

有年代系统已知或可能的错误部分，而全不顾及 

这类系统总体上可能的合理性，其结果可想而知。 

现存的三代年代学“文本”主要有三种：一是 

《竹书纪年》(以下简称《纪年》)E2]E3]；一是《史 

记 ·鲁世家》(以及《十二诸侯年表》的一部分)所 

记载的鲁国纪年 ；一是《汉书 ·律历志》所存录 

的《世经》中的西周年代 J。《纪年》古本早佚，现 

在仅存的佚文零落过甚， 大不足用；今本内容尚较 

完整，然丛脞有如杂俎，向被指为伪品。不过研究 

表明，今本《纪年》所记仍大略承古本而来，并非 

尽出于后人的造作，只要下功夫清理一番，也还不 

难据以恢复古本原载的年代。《史记 ·鲁世家》 

记有鲁考公以下年数，公认是可靠的年代学资料， 

可以作为推校西周王年的基础性参照系，今本 

《纪年》亦采录了大部分鲁公的卒年。《世经》一 

书，一般认为出自西汉末刘歆之手，所记周初年代 

凡武王在位 7年、周公“摄政”7年、成王在位 30 

年，纯由《三统历》谱推排得出，未可信任；自康王 

十六年起续接鲁国纪年，而所记鲁公年数又较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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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鲁世家》多出六十余年，当以今本《鲁世家》为 

是。晚出诸书，以《帝王世纪》较有代表性，其西 

周部分大致采用了《世经》的年代框架，但自康王 

以至厉王的在位年数系重新估定，多不可从；宋元 

之际各种古史著作中的西周王年，实皆主承《帝 

王世纪》，惟个别年代稍有调整。专就西周年代 

而言，从《帝王世纪》直到近世各家的考证，实际 

上都曲曲折折地会归于《纪年》和《世经》的两个 

系统。假如肯定《世经》所推周初王年不可靠的 

话，那么现在致力的主要方向就应是清理《纪年》 

的原载，并以鲁国纪年作为基本的参考标准。工 

程不由此途，而将主要精力放到非文字史料的调 

查与取证上，这样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工程虽亦 

设有文献研究专题，最后却对以往的主要争议没 

有提出任何可以获得公认的解决方案。 

工程所制定的《夏商周年表》，见于《报告》附 

录者，至多只能算是半个表。其中夏代和商代前 

期均无具体年代，商代后期王年也多缺略，具体到 

位的只有西周王年。然而就是这半个表，也让人 

不胜迟疑。下面即着重就此表的西周部分作些简 

要的分析。 

《报告》所录西周王年的推求过程甚为复杂， 

但细检其理路也不外这样几项：其一，由已知的共 

和元年为公元前 841年及史籍所记厉王在位 37 

年之数，并假定共和元年为厉王三十七年当年改 

元，推定厉王元年为公元前 877年；其二，由古本 

《纪年=》‘‘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录，用天文方 

法测定该年为公元前 899年；其三，由上二项推定 

懿、孝、夷三王共在位 22年，并各为分配年数(均 

无确据)；其四，由所制历谱推得共王元年为公元 

前922年，且亦假定该年为穆王五十五年当年改 

元；其五，由上项推定穆王元年为公元前 976年； 

其六，复由上项及古本《纪年》等所记昭王在位19 

年之数，推定昭王元年为公元前 995年；其七 ，由 

所制历谱推得康王元年为公元前 1020年、成王元 

年为公元前 1042年；其八，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最 

终从东汉郑玄提出的武王克商后在位4年之说， 

选定西周始年为公元前 1046年。 

这一理路以各王年分别推证，对文献数据的 

选取非常任意，而由历谱推出者实似猜谜。为验 

证工程年表的可信性，我们尝试由今本《纪年》及 

鲁国纪年推校古本《纪年》原载的年代，结果得到 

与工程年表迥乎不同的西周年代系统。 

(一)今本《纪年》的最大问题，在于周初年代 

改变古本所记，采取了刘歆《世经》之说，以武王 

在位7年、成王在位 37年(包括周公“摄政”的7 

年在内)为纪；又由干支纪年的推排，调停古本 

《纪年》所记西周积年共 257年之数，以所定成王 

十八年为257年的上限，并指认此年为成王“定 

鼎”之年。这样，所推西周积年就比古本所记多 

出了24年而增至 281年，这一点，王国维先生的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早已指出。不过 由此还可 

知道，今本对古本所记康王以下各王的在位总年 

数并未变动，变动的只是武王、成王的在位年数。 

(二)今本《纪年》载康王在位 26年、昭王在 

位 l9年，这两个数据当都是承古本而来的，在没 

有发现强有力的新证据之前断不可更动。据此 ， 

仍以西周积年共 257年为准，可知康王元年为公 

元前 1007年、昭王元年为公元前 981年。这样也 

就可见，由康王元年溯至 257年的上限(公元前 

1027年)，实际只有 20年——我们相信这个 20 

年之数即是古本《纪年》所记武王、成王在位的总 

年数。具体年数的分配，最合理的是武王克商后 

次年即去世，在位仅 2年，成王在位共 l8年。也 

就是说，今本《纪年》多出的24年当斩去不计，方 

合于古本。 

(三)今本《纪年》改动古本的另一大问题是 

穆王的在位年数。古本《纪年》明载“自周受命至 

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年”(见《晋书 ·束皙传》)， 

可知今本记穆王在位 55年不合于古本。今本穆 

王部分的最后 5条，一为三十七年“伐越”，一为 

三十九年“王会诸侯于涂山”，一为四十五年鲁魏 

公卒，一为五十一年“作吕刑”，一为五十五年“王 

陟”，后 3条当皆非古本原文。今本记鲁侯伯禽 

及幽公、魏公卒年，因误信刘歆所推定的伯禽卒于 

康王十六年之说，皆较鲁国纪年推迟了7年；按鲁 

国纪年，伯禽实卒于康王九年(以鲁武公在位 10 

年上推)，幽公 、魏公则分别卒于昭王七年、穆王 

三十八年。由上面所定昭王年代，可知穆王元年 

为公元前962年；现在假定穆王在位 39年，则其 

薨卒较鲁魏公迟一年，应在公元前 924年。此年 

上距古本《纪年》所记武王伐纣年共 104 年，既大 

致符合“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之说，又合于民间 

所传穆王寿 105岁(虚岁)之说。今即从此数，则 

又可知共王元年为公元前923年。 

(四)今本《纪年》载鲁厉公卒于懿王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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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与鲁国纪年相校，按今本《纪年》的系统， 

当言鲁厉公卒于懿王十九年。不过所记也和此前 

三位鲁公的卒年一样被推迟了7年，故上推7年， 

即可定鲁厉公卒于懿王十二年。已知鲁厉公卒于 

公元前 888年，则懿王元年应为公元前 899年。 

工程据古本《纪年》的可靠天象记录，用天文方法 

推定懿王元年为公元前 899年，可说是所拟西周 

王年中唯一正确的结果。据此又可知共王在位凡 

24年。 

(五)今本《纪年》载孝王在位9年、夷王在位 

8年，当亦承古本。前者既无从肯定也无从否定， 

后者则可由《左传》等证实。《史记 ·卫世家》载 

卫顷侯以厚赂夷王为侯，因顷侯即位于公元前 

866年，故以夷王在位 8年计，夷王元年不得超过 

公元前 873年。这是考求西周后期王年的一个重 

要数据，此下厉王的年代亦必须参考这一数据推 

定。 

(六)厉王及共和的纪年是个复杂的问题，断 

代工程显然考虑不周。古本、今本《纪年》皆不以 

共和单独纪年，近年出土的陕西眉县铜器也反映 

出共和不是独立的年号，这便对工程所定西周后 

期王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仔细抽绎各种文献记 

载，我们以为共和期间王室纪年仍用厉王之名，并 

未废止，史籍或载厉王在位 37年，当包括共和的 

14年在内，而不是后者接续前者。若从此说，则 

厉王实际在位23年，其元年应为公元前 864年。 

顺此上推，可知夷王元年为公元前 872年，孝王元 

年为公元前881年，懿王在位 18年。《史记》的 

卫、齐、陈诸《世家》所见年代，均与此相合。今本 

《纪年》载共王在位 12年，短缺了 12年；懿王在 

位25年，多出了7年；厉王在位 12年(包括共和 

在内共 26年)，短缺了 11年。三者相抵，共短缺 

了 l6年，此即所记穆王在位 55年所多出的 16年 

之数。是又可证今本《纪年》变动古本的穆王以 

下年代，仍是在古本257年的积数框架内调整的， 

并未尽弃旧载。其所以确定厉王实际在位 12年， 

当是由误认为厉王 37岁时去世推算出来的。今 

本在孝王七年下有一注：“是年厉王生。”按此注， 

是年下距共和十四年厉王卒恰好37年；今补人厉 

王在位年数短缺的 1 1年，则厉王去世时应为 48 

岁。由此又使人想到，王室在共和期间可能曾以 

厉王的年龄记事，大约今本《纪年》误以厉王的纪 

年为年龄，而《史记 ·周本纪》的“三十年”、“三十 

四年”又误以厉王的年龄为纪年。西周后期王年 

的一系列混乱，当皆由后人误以共和的 14年接续 

厉王的37年所致，故司马迁作《十二诸侯年表》 

亦只始于共和元年。 

以上内容，笔者另有详考，虽不敢说是古本 

《纪年》的完整恢复，但我们 自信所考是接近于 

《纪年》原本的，且与鲁国纪年密合。为简明起 

见，这里仅将所考结果与工程的研究结果表列比 

较如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厉王 

共和 

宣王 

幽王 

《纪年》西周王年 

(公元前) 

1027—1026 

1025—10o8 

10o7—982 

98l一963 

962—924 

923—．9O0 

899—．882 

881—873 

872—．865 

864—828 

827—782 

781—771 

工程西周王年 

(公元前) 

1O46—1043 

l042—1021 

1020—996 

995——977 

976—．922 

922—900 ． 

899—892 

891—．886 

885—878、 

877—841 

84I一828 

827—782 

781—771 

二者相校，共和以前王年除懿王元年外，乃无 
一 相合。古本《纪年》出于先秦晋国、魏国的史 

书，所记必定是有来历的，除非今后有更早、更可 

靠的“文本”出现，便绝无任意改作的理由。准 

此，工程暂定的西周年表就完全不可用。其主要 

失误有两端：一是对穆王的在位年数估计过高；二 

是没有注意到共和不单独纪年。由前者上推，则 

商、周年代分界势必会提前；由后者上推，则共、 

懿、孝、夷诸王的在位年数势必会缩短。古史年代 

原是一个自在自足的系统，稍有差池便会弄得面 

目全非。工程既脱离古文献中已有的年代框架而 

另搞一套，又处处靠推测与“拟合”定弦 这就无 

怪乎整个研究工作虽东搜西讨，仍不免顾此而失 

彼、左支而右绌。 

关于夏、商年代框架，工程暂定夏代始于公元 

前 2070年，商代始于公元前 1600年 ，并未超出传 

统的认识范畴。古本、今本《纪年》均载“自禹至 

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汤 

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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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两个数据推算，假如仍以周武王灭商在公元 

前 1027年为准，则商之始年在公元前 1522年，夏 

之始年在公元前 1992年。工程对商之积年，采取 

陈梦家先生之说，以为从商汤立国到文丁去世之 

年(亦即周文王“受命”之年)共 29王、496年，不 

包括帝乙、帝辛的年数在内，故又由相传的文王在 

位51年、武王克商前已在位 5年之数，推定帝乙、 

帝辛共在位 56年，商之积年应为552年。可是这 

样处理，就使得《纪年》所记商、周积年之数不相 

接续，中间悬隔56年，甚不合于历史记录的通则。 

我们以为，古本《纪年》所说的“二十九王”当包括 

太丁及帝乙、帝辛在内，而很可能不及外丙、外壬。 

今本《纪年》实载商代30王而无太丁，各王在位 

年数累计为508年，比所录商之积年总数 496年 

多出了12年，而这个 12年恰好是所记外丙2年、 

外壬 10年之数。大约今本据史籍削去太丁而补 

人了外丙 、外壬，却又未与其他王年及篇末照抄古 

本的商王人数和总年数相检照，遂致前后相抵牾。 

今本所记商代前期各王的在位年数还是可以参考 

的，惟太戊 75年、祖乙 19年之数大概需要互换， 

而工程的研究皆弃置不顾。工程估定的商代后期 

王年问题很多，虽间采古本《纪年》而亦不顾今 

本，兹不缕述。其中的要害还是由所定武王伐纣 

在公元前 1046年上推，而此年的推定本不可靠 ， 

则所拟商后期王年也便失去了基本的支持。 

夏之积年，工程徘徊于古本《纪年》所记的 

471年与《易纬稽览图》所记的431年之间，最终 

权从471年之说。据我们研究，这两个数据之间 

本无关系，而今本《纪年》亦欲调停二者，遂亦导 

致混乱。今本于“夏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下有一 

注：“始壬子，终壬戌。”按此注推算，自壬子年至 

壬戌年，恰好是 431年；但今本实载夏积年为491 

年，与上二数皆不合。问题即出在对所谓“无王” 

阶段年数的估计上。今本《纪年》用干支推排夏 

王年，以帝相元年为戊戌年，少康元年为丙午年。 

若按夏积年为 43 1年之说 ，则戊戌年下距丙午年 

仅有8年，显然与史实不符；今本《纪年》增人了 

干支表一周的60年，以帝相在位的28年与寒浞 

在位的40年相接，则帝相元年戊戌下距少康元年 

丙午便有68年。我们以为，古本《纪年》可能原 

载帝相八年寒浞杀羿(见于今本)，自次年下至寒 

浞被杀共40年，这样夏积年即为471年；今本《纪 

年》囿于后世流行的“帝统”观念，改以寒浞在位 

的40年上接于帝相在位的28年，从而使得夏积 

年总数也较古本《纪年》多出了20年。若必欲使 

今本的干支纪年合于471年之数，则当言夏年始 

于壬申而终于壬戌。以干支推排古代王年始于东 

汉初年以后，而这种推排常有错误，此为学者所习 

知。问题还不止于此，今本《纪年》又假定夏王继 

位后，须为故王服丧三年毕始正式登基称元，故所 

记夏王年全无条理。今 由其干支纪年所差得的 

“服丧期”，或作 4年，或作 3年，或又仅及 2年、1 

年，或竞无“服丧期”，可见其推排未定，还只是胡 

乱尝试的一种草稿。这类把戏必出于东汉以后， 

或受到《孟子 ·万章上》所说的尧、舜、禹皆有“三 

年之丧”的影响。至于 431年之数，大约是刘歆 

由《三统历》谱推排得来的，今本《纪年》的参据和 

《易纬稽览图》的转录都应出于《世经》，根本谈不 

上什么“殷历家的说法”。现存《世经》载夏积年 

为432年，或出于后人抄误，或因夏、商分界年的 

计数而导致差一年，皆无足深究。总之，估定夏年 

代框架，纬书是不可据的，现时唯一可以参考而较 

为可信的数据仍是古本《纪年》所记的471年。 

这里无意迷信古本《纪年》，但古人既留下了 

这些记录，后人的年代学研究就必须首先给以彻 

底的审查。在这项工作未有切实的成效之前，其 

他任何推求方式都是舍路而不由。 

二、泛科学论证的反思 

与上节所述研究理路上的偏颇相联系，工程 

所提倡的多学科方法也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工 

程年代学研究有一条基本的原则，是在文献记载 

与考古成果、科技测年、金文材料相矛盾时，宁可 

相信后者而弃用前者①。这一原则在学理上是不 

周延的，尤其是相对于具体历史年代的确定而言， 

非文字史料与文献记载相比并无优势。工程对多 

学科方法的运用应该说有得有失，但诸多失误和 

教训更值得反思和总结。 

1．考古验证 

以考古验证古史年代，首先就有个适用范围 

问题。假如考察对象是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前的 

遗物，那么样品测试可以提供相对适用的年代数 

① 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对此曾有清楚的表示。参见 

张立东《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美国之旅》，《中 

国文物报)aooa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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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并且误差放大到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也还算准 

确；但若仅限于文献史学的年代，并且要弄清年代 

细节，那么测试手段便会显示出它所固有的局限 

性。蒋祖棣先生撰文批评断代工程的方法论l6j， 

曾特别提到这样两项不合理的要求：一是工程要 

求“Mc年代数据，要达到 ±20年左右”；二是工 

程Mc专家又要求考古专家“建立样品与王世的 

可靠关系，⋯⋯如果无法建立这样的关系，样品对 

于年代学就没有意义”。这两项要求所带来的一 

系列问题，有时出乎局外人的想象。例如沣西遗 

址的发掘是工程建立商 一周考古界标的基础， 

发掘报告便将遗址分期与王世对号，分为“文王 

迁丰至武王伐纣”(第一期)、“西周初年武王至成 

王前期”(第二期)等各期 J。这样的分期为迁 

就Hc测年而采取，最短的期段竞只有十几年的 

时间，绝难令人相信。且不说工程极有限的“抽 

样”调查未必会有什么新发现，即使仅就这种与 

王世对号的分期方法而言，也为严格的考古工作 

所不允许。Mc测年数据要求精确到 ±20年左右。 

甚至比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误差还要小 ，在现有技 

术条件下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况且Hc测年本 

来也只有68％的置信区间。其实谁都清楚，考古 

的地层划分和出土器物并不能成为确定实际年代 

的直接依据，即使测试得再精确也不行。工程之 

所以提出此类有违于科学常规的要求，目的仅在 

牵合硬性缩小武王克商年选择范围的做法。实则 

这一范围未尝不可通过文献记载推定，原不必费 

许多周折。例如由鲁国纪年可以推知伯禽卒于公 

元前 999年，假定他受封于成王元年，在位 20— 

50年，那么即可约略确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 1050 
一 前 1020年之间(此即工程所主张的范围)。不 

过伯禽在位50年的假设显然估计过高，更可信的 

记录还是武王克商在公元前 1027年。工程最终 

选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 1046年，已接近所定武王 

克商年的上限，牵合之迹显然。 

工程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作为夏 一 

商考古界标，以“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作为探讨早 

期夏文化与夏王朝起始年代的考古学基础，在考 

古学者中间也存在很大争议。二里头文化内涵复 

杂，既往的认识多以其早、晚期段分属夏、商，这在 

理论上不一定合理；即使权从此种分法，其早期部 

分的考古测年也不够文献所见的夏代年数。工程 

采取拼合的办法，以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 

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一期，以填补其间 

的空白。实际上，如果从古本《纪年》所记，认定 

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0世纪初年，那么此种拼合 

即可消除。不过说到底，仅用“支离破碎”的考古 

材料而欲拼凑出一个“王朝”，并不是根本的办 

法，而且各地龙山文化晚期大都延人传说的夏代 

范围之内，考古分期的绝对年代不一定可以移作 

划分历史年代的标准。 

2．天文推算 

在年代学上，天文推算的有效性已得到不少 

国际性的实证。工程的运用有两项值得肯认的成 

果：一项是周懿王元年的验证和确认，这在本文上 

节已提到；另一项是对五次甲骨月食的年代推算。 

学者对后一项成果还有疑议，如日本学者成家彻 

郎先生就批评工程的《报告》只记推算所得的西 

历年而省略了月、日，因为这些西历年的月份有的 

与甲骨文原有的月份不相应，日干支也有的不合 

历谱 ’。不过工程的推算毕竟以甲骨文的可 

靠记录为基础，由此大致确定商后期盘庚迁殷在 

公元前 1300年左右，尚略与传统的认识相合。但 

对商后期纪年，工程在各种矛盾的记录中选取最 

晚出的253年最低数，以与所定武王克商年相契 

合 ，也不可据。按现时大多数学者的一般意见，古 

籍所引古本《纪年》的773年之数当是 273年之 

误，由公元前 1300年减去 273年，则商亡正在公 

元前 1027年。773年之数当由宋代《史记》版本 

注文的误刻造成，见于现存 的南宋黄善夫刊本 

(即百衲本)，而这一误刻很可能出自南宋时尚存 

于馆阁的今本《纪年》的抄误。 

工程的天文推算另有两项成果，一涉武王克 

商年，一涉夏代始年，因所据文献资料有问题，则 

皆难获得认同。武王克商前后的天象传说，主要 

见于《国语 ·周语下》所记伶州鸠语，其中最紧要 

的是“岁在鹑火”一语。据我们所考察，伶州鸠语 

中的天象内容绝非周初实录。第一，伶州鸠语原 

文实分前后两事。前者记伶州鸠谏止周景王铸大 

钟，为典型的儒家言；后者专讲“七律”出于自然 

及武王“吹律定声”的故事，实出于兵家言。二者 

来源不同，思想并不一致。第二，二十八宿及十二 

次知识不大可能形成于春秋以前，这点学者已多 

有论说。伶州鸠语中的“岁在鹑火”当是战国时 

人用不超辰的岁星纪年法推导出来的，与所推年 

代的实际天象并不相符。第三，《苟子 ·儒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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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太岁”，用的是极晚出 

的太岁纪年法(与岁星纪年法次序相反的虚构形 

式)，大抵谓“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与伶州鸠语 

所说不属于同一系统。依《周语》韦昭注，鹑火之 

次指张、翼、轸三宿，三宿在二十八宿系统上皆属 

南方，与“东面”之说并不相合。《尸子》记武王伐 

纣，鱼辛谏“岁在北方，不北征”，又恰与岁星正当 

其位之说相违。此皆出于战国秦汉间的兵忌之 

说，“迎岁”乃指“逆岁”、“背岁”而言，绝非是指 

顺迎岁星的位置。第四，《世经》对伶州鸠语的逐 

句解说，是依据《三统历》谱，用岁星超辰法推演 

的，不能用以与伶州鸠语互证。第五，伶州鸠语中 

包含“五德终始”说的内容，其中讲“数”而专注于 

“七”，音尚大林(林钟)，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 

的“汉为火德”说相应。第六，伶州鸠语中的武王 

“吹律定声”故事，实出于汉代流行的“旋宫法”， 

亦即以十二律轮流作为宫音(主音)以定不同音 

高的五声音阶及其他音阶的一种方法(其法略见 

于《礼记 ·礼运》郑注及孔疏)，而古时兵家常用 

以论兵。根据以上几点，可以判定伶州鸠语中的 

天象内容为晚出的伪史料 ，并非乐官世家所传的 

真材料，故不能用以推求武王克商年。 

此外，又有关于利簋铭文的一种解释，也被工 

程用作武王克商时岁星正当其位或岁星上中天的 

认识依据。据我们理解，铭文中的“武王征商，甲 

子朝岁鼎，克 闻夙有商”，“朝”字当讲为“初”； 

“岁鼎”通“岁正”，指正月初一；“闻”通“殷”(衣、 

夷)，指殷人的夷人身份。如是则全句可译为：武 

王征伐商国，在甲子岁旦这天打败殷人，一大早就 

占领了商城。铭文原很直白，与岁星并无关系，故 

亦不可作为天象资料使用。依此而论，周人灭商 

是乘商人过大年之机偷袭成功的，而商周之际尚 

行用传统的夏历(历日记录可能采取商末通行的 
“

一 甲十癸”之制)，未必有后人所称的建子、建丑 

之别。后人用周正推导，故致武王克商的甲子 日 

被推迟到二月末或三月初，此又为研究古历照搬 

后世历法之弊。对工程构筑西周始年的工作，不 

论从文献记载、历日推排、考古验证或天文推算上 

看，只要否定了其中的一条，其整个基础都将根本 

动摇。 

工程对夏代天象的考察，有禹时“五星聚”及 

仲康日食两事。所用“五星聚”材料采自纬书《孝 

经钩命诀》，是最难依据的。查现有资料，有关 

“五星聚”的明确记录，最早的是见于《史记》之 

《天官书》及《张耳陈余列传》的汉高祖元年十月 

“五星聚于东井”，《汉书》则有 5个篇章言及其 

事。然而《魏书 ·高允传》早已对此提出质疑，认 

为所记不过是“史官欲神其事”，与实际天象并不 

相符。至于周文王时“五星聚房”及齐桓公时“五 

星聚箕”之说(见《宋书》之《天文志》及《符瑞志》 

等)，则尤为晚出的无根之言，故断代工程亦不以 

前者用于推求西周王年。比较具体的“五星聚” 

记载见于《汉书 ·律历志》：“前历(《颛顼历》)上 

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即太 

初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即斗、牛间)。⋯⋯宦者 

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 

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大抵“五星聚”的话头到 

《太初历》颁行以后始渐为历算家所重，其广传可 

能更在刘歆改造《太初历》为《三统历》之后。故 

桓谭《新论》云：“从天元以来，讫十一月甲子朔朝 

冬至，日月若连璧。”(《初学记》卷 4引)虞喜亦 

云：“天元之始，于十一月 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 

月若连珠，俱起牵牛之初。”(《史记 ·历书》索隐 

引)这些话显然都是附和《太初历》、《三统历》而 

来的。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太初年间以后，所 

记高祖元年之“五星聚”很可能也出于《太初历》 

编制前后的造说。纬书起于东汉初以后，故附会 

“五星聚”亦不遗余力。如《古微书》卷2引《尚书 

考灵曜》：“天地开辟，元历纪名，月首甲子冬至， 

日月五纬俱起牵牛，⋯⋯日月若悬璧，五星若编 

珠。”同书卷 4又引《尚书中候》云：“天地开辟，甲 

子冬至，日月若悬璧，五星若编珠。”同类材料在 

纬书中不知凡几，现存《开元 占经》卷 l9《五星 

占》部分的引录仍然连篇累牍，可以参看，周文王 

时“五星聚房”之说即出于《春秋元命苞》。工程 

《报告》所引《孝经钩命诀》之文，性质并无两样， 

且原文“炳炳”二字上当有“日月”二字。如果相 

信所记是“在古人记忆中流传下来”的夏代天象， 

那么纬书多将“五星聚”推溯到“天地开辟”的时 

代，现代天文学又如何测度?工程天文专家推算 

公元前 1953年2月26日曾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 

会(《报告》又称“最难得的一次”)，这对推求夏 

代始年其实也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古人虚拟的 

“五星聚”与现代天文科学的推算原不相关。古 

代天文观念与现代不同，说古人不能逆推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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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聚”则可，说古人不能有虚拟的“五星聚”观 

念则不可。必以为这种奇异壮观的天象只“可能 

在古人记忆中流传下来”，而不可能出于虚拟，无 

乃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观点。至于所谓仲康 日食， 

反映的是季秋房宿日食的晚起知识(一般认为不 

会早于公元前 6世纪)，工程既已核实以往的 13 

种说法都有问题 ，则更不必测算。美国学者或据 

《左传》所引《夏书》的月份及经过校改的今本《纪 

年》的干支以事推算，而推算结果的年 、月、日又 

无一与工程的推算相合 J(哪”，可见对古人的这 

类假想性的记录无法较真。 

3．金文历谱 

金文历谱的制定和应用，在工程的研究工作 

中具有其他手段无法相比的作用，而问题也最多。 

学者或说年代学研究的基础在于历法，这在理论 

上是成立的，所以由试谱的某种年历推求古代王 

年也并非不可能。但是质诸现实的情况，在古代 

历法真正得以考明之前，所有重新安排的历谱都 

是有问题的，用以套合古代王年徒劳无益，前辈大 

家如郭沫若 ‘嘲 I5。 、陈梦家 ‘巧0。’ [12]‘ ’、 

岑仲勉_l 3_(PB 等先生对此都早已有中肯的论说。 

近年也有全程参加工程金文历法小组工作的专 

家，对工程的历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J( 卵 ，更 

可见这项工作在目前还靠不住。 

工程金文历谱的构建以预设的西周历法要点 

为基础。《报告》第 19页载这类要点有四：(1)西 

周历法采用“朔”或“月}B”为月首；(2)西周历法的 

岁首多为建子、建丑；(3)西周历法一般采用年终 

置闰；(4)西周改元有逾年改元和当年改元两种。 

这几项预设没有一项是单一的肯定性的，因而都 

是需要特别加以证明的，然而工程并没有进行讨 

论和举证，便径直用作了研究工作的前提。想来 

工程专家对这几个要点亦未必完全自信，因为据 

现有的商、周历法知识都不难举出反证。如月首 

问题，首先是西周时是否已有“朔”的概念尚存疑 

问；而即使已有“朔”的概念，那么“月}B”和“朔”的 

转换在何时，当时人是否已认识到“平朔”与“实 

朔”的区别，也都需要有确实的考求和说明。’岁 

首问题，争议亦多，清人已以为周正建子始于东迁 

以后(见陈厚耀《春秋长历》卷七)；近 20年间，学 

者对殷正建丑更提出了种种质疑，因有殷正建辰、 

巳、午、未、申、酉、戌诸说。闰月问题，工程忽视甲 

骨文、金文中并非仅见的“十四月”(已知者约有6 

例)显属失当；而商代及西周是否曾于年中置闰， 

各家意见也不一致。改元问题，工程特设共王、共 

和当年改元，实为迁就历谱而并无根据，且如本文 

前述，共和原不单独纪年。 

由于整个历谱不可靠，工程所设置的推求西 

周王年的七个支点，除“天再旦”与懿王元年当作 

别论外，其余也就都不能令人放心。问题最严重 

的是西周后期诸器。吴虎鼎明明有“王在周康宫 

夷宫”、“申剌(厉)王命”之语，完全可以定为厉王 

时器，而工程偏偏将就历谱定为宣王时器。晋侯 

苏钟很可能是宣王时器，其铭文所记史实大合于 

载籍所见宣王六年(前822)伐徐戎、淮夷事(可参 

今本《纪年》及《诗 ·大雅 ·常武》)，而工程又定 

为厉王时器。按工程专家的解释，厉王三十三年 

相当于晋靖侯(晋献侯之祖父)十三年(前 846)， 

铭文中的“晋侯苏”当是献侯于宣王六年即位后 

追称 5̈_ m 。这个解释是很成问题的：器物既是 

铭记战功的，何以要刻于二十多年后?而且当时 

无制作，又置时王的奖赏于何地?我们更倾 向于 

认为，晋人的记录用的是宣王的年龄，而不是宣王 

的在位之年。假定宣王生于本文上节所考的厉王 

十一年(前 854，是年厉王 22岁)，那么下及他即 

位之六年，为 33岁，故晋侯苏钟铭文称“唯王三 

十又三年”。大抵共和期间因政局特殊，王室曾 

以厉王、宣王的年龄记事并非不可能，或者晋人在 

宣王即位后仍然沿用了其例。晋侯苏钟还有月相 

与日干支上的矛盾，或涉及各地干支系统的不同， 

工程采用改字的办法使之合谱，也是大忌讳。究 

其根底言之，工程原不知共和不单独纪年，从而将 

厉王的纪年提前了14年，这就使得西周后期铜器 

的排谱陷于一片混乱。《报告》(83页)将共和以 

下历谱列为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实际这部分 

历谱可能问题最多。如果将厉王的纪年下移 14 

年，那么就可使历来令专家头疼的一些高纪年铜 

器排入，其中有的可能虽不用共和之号而实出于 

共和年间。 

工程的金文历谱一并收录了《尚书》的《武 

成》、《召诰》、《毕命》诸篇中的部分历 日干支。这 

类文献的史料价值当别作评判，但所记历 日当大 

都出于后人的推排，未可盲从。尤其是来路不明 

的《武成》篇佚文中的历 日，断不可仅由刘歆《世 

经》的推排就信以为真。同样的历 日记录，古人 

按某种特定的历谱推排可以得到一种结果，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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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科学测定的合朔表推排则又得到另一种结果， 

况且月相问题 自古迄今一直纠缠不清。是知不明 

古历，不知确切年代，仅靠这样的推排构建历谱， 

又以反求具体的王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获得成 

功。 

现在可以说 ，工程对多学科方法的运用大部 

分是牵强的，所得结果也不免穿凿。如果套用西 

方人常用的一个比喻，那么也可说在工程所定的 

年代头上都悬着一把剑，只要稍微提出问题，剑都 

可能落下杀死这些年代。科学研究的基础本在实 

验和归纳，科技手段并不能普遍地运用于社会科 

学，同时科学本身也有它自己的缺陷，而泛科学化 

的理解又绝非是尊重科学。 

三、也说“走出疑古” 

“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出现于 20世纪 90 

年代初，上距古史辨大潮的最初兴起恰好70年之 

久。70年间的中国古史研究风风雨雨，起起落 

落，盖难一言以蔽之；至于断代工程正式启动之 

时，首次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相号召，则又相 

因于时代风会的变化而关系匪浅。这一口号是期 

待与风险并存的：假如工程能够获得预想的成功， 

自可为“走出疑古时代”提供坚强的实据，甚或会 

扭转古史研究的方向；假如情况正好相反，工程不 

能获得成功或者归于失败，则可能会发生负面的 

效应，导致“走出疑古”的口号亦转眼“作古”。 

兴起于清末民初的疑古思潮，到 20世纪 20 

年代汇为古史辨学术的大波，当时在中国史学界 

乃至政治生活领域中所造成的震荡有目共睹。倘 

若放宽眼界来看，这一场运动实是一场关于中国 

古史问题的大论争、大论战，论战的过程并不局限 

于顾颉刚、胡适、钱玄 同等少数几位 巨擘 的观 

点——它所展示的是一个大平台、一种大模样、一 

项堪与先秦百家争鸣相 比拟的大事业，七集九大 

册《古史辨》不啻一场史学革命的结晶。所以古 

史辨学术的全部内涵也并不能仅以“疑古”二字 

概括——疑古只是表象，其精神气骨仍在彻底破 

坏和清算旧史系统，并以此推动近现代新史学体 

系的探索和建立。中国近世史学的全面转型有着 

极为复杂的内、外交合因素，而在我们看来，其直 

接推助力多半来源于古史辨运动。 

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所谓“古史辨”派的 

某些核心观点，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现在回过 

头去看，这一流派因注重文献史学，他们的一系列 

观点都是沿着同一历史逻辑的理路展开的。这一 

理路的最大特点，如当代史家已强调指出的那样， 

在于破除迷信，推倒偶像 ，自觉地将现代理性的历 

史观念引入了古史观。 

第一，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 

国古史”说，认 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 

长”，“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大”，古史 

“发生的次序与排列的系统恰成一个反背”。这 

些话所揭示的本来只是一个简单的、经验性的、甚 

至可说是常识性的事实或规律，即古史传说在由 

口头叙事向文献形态转化的过程中，曾长期保持 

着它们所本有的易变的特点，因此愈后而增饰愈 

多，古史期也就相应愈被拉长，中心人物也随之愈 

被神化和放大。试就现在所知的古文献检查，在 

商代甲骨 卜辞中尚不见有关于夏朝的记载(此或 

与卜辞祀典不涉异族有关)，夏、商、周“三代”的 

观念显然到西周时才有；而到春秋以后的文献中， 

又出现了虞、夏、商、周“四代”的提法，中国古史 

的发端也渐被上溯到相对于晚周的“二千年”以 

前。伏羲、神农以及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等 

称呼的定型大约都相当晚近，“黄帝”之名 目前在 

金文中最早还仅见于战国时齐威王的铜器。依据 

传说古史观念的演变次第观察，“层累”说的要义 

其实仅在承认一代有一代的史学，而这正是现代 

历史诠释学的应有之义。 

第二，由“层累”说引申开来 ，所谓“信史”期 

自然要大大缩短，因为按时代先后排列的传说文 

献史料必须定位到文献产生的时代，而从文献史 

学的理论上说，可能的时代定位都不容突破。胡 

适所说的“东周以上无史”，原不是严谨的学术用 

语 ，但纯就系统的文献史学而言亦无大错，事实 

上，至今对于先秦文献中所包含的可以确信是西 

周以前的史料都还难以清理和分擘。问题在于， 

往往通常意识下的越是简单的事实就越难以证 

明，所以仅以现存文献记载确定传说人物或史实 

的时代，有时便不可避免地会流于“默证”法—— 

也就是因现存文献不见即以为其无的一种逻辑推 

演方法，虽然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实 

证而并不严密(反之亦然)。“古史辨”正反方论 

争的焦点问题往往如是，这也是人文学术研究经 

常难以取得共识的内在原因之一。 

第三，基于文献辨伪的“信史”与“非信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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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对于晚出文献中所见的“三皇五帝”系统就必 

须悉数打破，尤其是要破除其中“倒乱千秋”地按 

父子、君臣关系编排的伦理秩序。“古史辨派”在 

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也是不容置疑 

的。顾颉刚先生进而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 

标准：一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是“打 

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是“打破古史人化的 

观念”；四是“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 

几项标准，除第三项更多涉及对传说史料的理解 

之外，其余三项实可视为运用现代史学方法研究 

中国上古史的基本原则和总纲领，也可说是现代 

古史学的主要观念基础。近年有一种看法，认为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是“进化史观走到极端的 

产物”，这话也未见得恰当。承认历史进步，并非 

就等于可以用直线式的进化观念套合一切，古史 

辨学者所主张的“多元论”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与 

单线的进化史观相反对。 

第四，同样缘于现代历史观念的引入，古史辨 

学者的学术进路便格外注重“传说的经历”，而以 

“史迹的整理”居其次，故有 “不立一真，惟穷流 

变”之说。此亦即权且忽略“实在”的原生态的 

“历史”，而着重探讨“经验”层面上的反向构筑的 

“历史”。概括地说，古史辨运动所成就的乃是一 

项系统的现代实证工程，它突破传统校雠学及辨 

伪学的窠臼，调动一切旧有的及新兴的考据手段， 

对现存古典文献作了一次全面而不拘一格的清理 

和研究，并使之上升到前无古人的理性史学的高 

度，从而为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注入 

了激发性的活力和动力。这些都带有鲜明的中国 

近现代史学转型期的特征。现在人人知道先秦古 

籍中的一些记载及汉人的许多铺张和解释不可尽 

信，此即“疑古”之功；而先秦经典及诸子文献著 

作时代的考订，古史辨学者也已搭起一个基本的 

框架——这个框架大体上以战国时代为古典文献 

的定型期，上推至春秋、下延至汉代的伸缩范围都 

不会太大。目下及将来出土的地下文献也可能会 

导致现有年代框架的局部调整，然难以设想会根 

本改变古典文献形成过程的大格局。仅据某一种 

或几种新出土文献中的零星资料或片断语句，就 

轻言推翻一些久已成为定论的伪书案，或称要改 

写中国古代的思想史、文化史，甚至赖以证明传说 

人物而填补上古史的空白，都是极不慎重的言论 ， 

并不能减弱现存古典文献的价值及其考订工作的 

意义。 

“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明显是针对古史辨 

学术提出来的。看顾颉刚先生晚年所写的《我是 

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似乎这一口号在顾 

先生生前已有风声。顾先生在此文末尾明确批评 

了两种流行的说法。一是说：“现在人对于古史 

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 

古，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二是 

说：“《古史辨》的时代已过去了。”对于前者，顾先 

生强调：“疑古并不能 自成一派，⋯⋯信古派信的 

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 

派所信的真古从何而来的呢?这只是得之于疑古 

者之整理抉发。”对于后者，顾先生则特别谈到， 

“《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这一项工作 

既是上接千年，下推 百世，又哪里说得上 ‘过 

去⋯[ ‘嘲 !不知是不是巧合，到 2O世纪 9O 

年代初，当“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正式在出版物 

上出现时，提倡者仍然主张的是“从‘疑古’思潮 

笼罩的阴影下走出来，真正进入释古时代”。 

因时代背景不同，这一种新起的“疑古”与 

“走出”之争已完全不必拘泥于“疑”或“不疑”的 

话题。盖学术本自疑始，不疑则无学术，疑疑信信 

没有人能够超脱，想彻底“走出”也不可能。问题 

的症结在于，“走出疑古”的提法容易给人造成一 

种错觉，似乎这一提法的立论根据仍然停留在半 

个多世纪以前对于古史的某种特定的认知水平 

上。例如一部分古史辨学者认为传说的中心人物 

都是“神”而不是“人”，都出于“层累造成”的谎 

说之捏造，因而有关他们的传说事迹的记载也都 

不是“信史”。——这一种看法，大概可以说是当 

时人及后人指责“古史辨派”的最大口实，故当时 

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已谈到：“‘疑古’之过， 

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大约王先生因发 

见 卜辞中的商代先公先王名号，乃以为亦可由 

“二重证据法”推及传说中的“古帝王”；不过由已 

知的地下材料并不能证实“古帝王”的传说事迹 

及其时代 ，所以王先生论夏禹，仍然只举及春秋时 

齐、秦二国的铜器。这当然不足以厌服古史辨学 

者，故致顾颉刚先生反而以所举为春秋时“并没 

有黄帝、尧、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的证 

据  ̈‘ 。这一类的官司总是难有结果的，所以 

今 日提倡“走出疑古”，假如仍置学术论争的背景 

于当日的水平上，则所谓“走出”也终究只是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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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话 。 

主张“走出疑古”者的直接理由之一，是认为 

古史辨学术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造成了 

不少“冤假错案”。这其实不过是细节问题，无关 

乎大局；即便以新出土的地下文献推翻了古史辨 

学者的某些旧有的结论，也不足为古史辨学术之 

病，因为古史辨的宗旨本在求真求是，并不存在某 

些人所指斥的所谓“门户之见”。就学术关照与 

现实动机而言，“走出疑古”的立论根据其实主要 

归结于现代考古，此亦即“走出疑古”的提倡者屡 

屡阐明的以考古求“释古”的倾向。不过这中间 

有个定义逻辑上的困难，即疑古与考古原不构成 

对立，“走出疑古”的提法无意中制造出二者之间 

的人为对立，名、实并不相副。 

谁都会承认，现代考古学的一系列重大成就 

确为中国古史研究提供了大批难得的第一手物质 

文化史料，同时也为填补空白、改写古史提供了理 

论上和实践上的某种可能性。考古学家苏秉琦先 

生生前即曾多次谈到，应当根据现代考古学的成 

就“重建中国远古时代”、“重建中国史前史”、“重 

建中国古史”。他认为“中国考古学已有了自己 

的特色，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有了重建中国古史 

的框架、脉络”I18](P182)。这个理论基础，主要的即 

是苏先生本人所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 

说。有意味的是 ，这一学说的影响被认为首先在 

于“迅速冲垮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古文化 

的大一统思想”_】 ，正与顾颉刚先生当年所提倡 

的打破“民族一元”、“地域一统”的观念前后辉 

映。依据中国特色的学术传统 ，古史研究一向倾 

向于以文献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这自然未尝不可， 

中国近世以来的古史研究事实上也一直是以文献 

考证与田野考古两条腿走路的，二者处在互动的 

过程中，并非全然不相关联，事实上，这点在考古 

工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但考古与文献毕竟属于 

不同的专业，二者可以互相结合而不能互相代替。 

尤其是在考古学突飞猛进的今天，更须指出的动 

向之一是不可误认为考古学可以包办一切。有如 

张光直先生在几十年前已指出的那样，考古材料 

中固然有石斧和瓦罐，有“成群的人的文化和社 

会”，但却没有可以证实黄帝、尧、舜等古史人物 

的证据，“没有英雄豪杰的传记”，所以史学家怀 

疑考古研究所能达到的“境界”，仍然是“各行其 

是”地利用神话传说资料“重建”先殷古史，并非 

没有根据 ]‘ 。说得更直白一些，中国传 

说古史恐怕永远不可能指望考古发掘得到全部证 

实，因此可行的研究途径还是文献的问题靠文献 

解决，考古的问题靠考古解决。二者之间有机理 

而无附会的整合，即使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也还只 

是一种尚须期之长远的理想，无论理论上的障碍 

抑或实践上的紧张都非短时间内能够消除。坦率 

地讲，我们现在究竟对传说史料本身已经有多少 

了解，也还是说不清楚的问题。例如“炎帝”、“黄 

帝”之号，分明是“帝”和“上帝”的观念产生之后 

才能有，而据现在所知，商末 甲骨文 中尚多以 

“帝”字指褚祭(一般是指新王祭故王)，“上帝” 
一 词虽指天神而亦不与“天”字通用。如果诉诸 

神话传说，非要赋予炎 、黄以上古部落领袖或部落 

集群领袖的身份不可，那么这两种名号也只能视 

作宗神(祖先神)的符号，而各 自的宗神又可转化 

为天神(“炎”、“黄”二字可能都与太阳崇拜有关 

系)。这些可以见仁见智，“不立一真”，但后人编 

排的“帝系”是绝对不可信的，对此无论如何不能 

翻案。禹的称呼可能有所不同—— 自顾颉刚先生 

考证传说中的禹的身份，据《说文》而言“禹”字的 

本义为“虫”以来，“大禹是一条虫”几乎成了讥讽 

古史辨学术的一种标志性 由头，不但流行于一般 

学者中间，而且形于文学家、政治家的言谈中。此 

种耳食之言，俗间传为谈资不足计较，学者倘或相 

信则令人悲哀。据我们新近的研究，“禹”之名本 

起于“巳”(蛇的象形字)，“大禹”犹言“太巳”，系 

由上古以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为名号之俗而来， 

犹如商人以甲乙丙丁等十天干为名号；传说所称 

夏人的“姒”姓，以及商祖“契”与商人的“子”姓 

之称，也都是由这一风俗而来的 。前人未了解 

到这一层 ，产生种种附会都不足为怪，而今人对古 

史传说的理解必定仍多有类似之例。古文化之谜 

不为今人所知者更是难数，传说文献的研究尚任 

重道远，是以“疑古”在所必然，而“走出疑古”正 

未可轻言。 ’ 

由以上所谈返 回到断代工程的话题，对于 

“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期待就也须重新考量。 

研究三代年代学而以“走出迷茫”为理论目标，动 

机无可挑剔。如果确能弄清三代的具体年代，按 

王年编出细致的谱表，当然是大有益于古史研究 

的成果；倘若更溯及史前的传说，也能做成一个较 

为具体而可信的史学年表，那么对古史研究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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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疑古”的困惑 

献就更不可估量。无奈现在仍然不得不面对的一 

个基本的事实是 ，古史“茫昧无稽”的状况虽经一 

代一代学者的努力清理，至今并未有多大改观。 

在这样的状况下，古史年代学研究对于文献数据 

的处理就仍然是两难的，或疑或信，艰于抉择。如 

果由倡导“走出疑古”而重新走向征信，也并不能 

解决问题，最终的结果必然还是会使人摇摆于疑 

信之间。工程的研究，看《报告》所述，对于古籍 

中的各种年代资料并不轻下断言，对于有关古史 

年代的学说一般也不作评价，这还是一种存疑的 

做法；但在拟定具体的年代时，因为总要得出结 

论，又往往任意取舍，甚至连公认的伪史料也不放 

过，则又征信太过。这样一种“古怪”的态度，反 

映出工程的主导者对于“走出疑古”亦未必有充 

足的自信，所以《报告》所列的 l2项标志性成果 

中独无作为总汇的《夏商周年表》。年代学研究 

不同于一般性的古史研究，而难度更要大些。在 

这一层面上不妨认为，“走出疑古”的提法用于古 

史年代学研究，自我期许的定位有些过高，是一件 

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而具体的操作过程又受到现 

实功利的束缚，有如“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 

(顾颉刚语)，故在疑疑信信之间无所适从，而所 

得结果依然是疑云一团。有鉴于此，我们才认为 

三代年代学研究仍应以现存古“文本”的整理为 

主，而不当脱离文献另搞一套。 

此外，“超越疑古”的提法也相当含混。如果 

此语是指古史研究学术水平的提升，自应大力提 

倡，近百年古史研究既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 

验，今人正当在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以期 

超越前贤。但若此语仅指摆落疑古思想 的“阴 

影”而言，则在古史研究确有新的发明和创造之 

前，“超越”之弦亦未易轻弹。上已言及，现代考 

古学的系列发明是需要与传说文献的整理研究分 

别看待的，二者之间的配合还有大量的困难存在。 

工程所注重的考古测年，事实证明并不成功，这不 

仅是由于考古学、测年技术与年代学各有 自己的 

特点和规律，而且也由于工程的运用有问题。中 

国古代社会原是多元化的社会，考古资料所展示 

的“实在”的历史也是各部族并行发展的历史，包 

括夏、商、周三大族并行发展的时段。工程的三代 

年代学研究将复杂的历史统纳入一个单线的年代 

系统中，虽可以共时性寓于历时性之中，而终不能 

避免考古测年因部族与地方差异而造成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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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调查本来只是大范围内的“抽样”，而工程建 

立夏、商及商、周考古界标的依据又仅限于极少数 

几个点的再发掘，这不可能不影响到所拟年代系 

统整体上的可靠性。夏王朝目前在考古学上还不 

能得到确实的证明，而即使将来考古学者能挖到 

个像殷墟那样的夏墟，也不能指望就可以解决传 

说夏史上长久积存的各种问题，正如殷墟并不能 

全部解决商史研究上的各种疑难问题一样。按 目 

前的认识，大家对三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年代框 

架大体上已有比较确定的看法，在这方面其实用 

不着“走出疑古”；即使一定要搞清具体的年代细 

节，也不是疑古与不疑古的问题 ，疑古的对象更多 

的是在史前史。对于史前史的构筑，考古学可以 

提供一种框架和脉络，而文献史学与神话学的园 

地也还是不能荒废。当前及今后的研究，可将系 

统整理已有的考古成果而编写一部考古的中国上 

古通史列为急务；传说古史的内容亦可择其考订 

有据者编入，其余的部分归人民族文化的“诗化” 

境界而别作开发，尽可不必全以史学研究的精确 

性次第之。如此分别疏通，可分可合，但求分合之 

间自有理致，则久而亦无所谓“疑古”与“走出”。 

20世纪的疑古思潮，因为曾经冲击的是旧史 

学、旧文化的壁垒和陈迹，故在总体特征上疑古重 

于述古。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和认知水平，20年 

代到40年代的古史辨学术也还因袭着传统考据 

学的一些负担，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偏弊和失 

误。到90年代初，因为要发扬和弘大民族文化的 

优秀传统，于是有“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提出。 

时代风会的趋向非人力所能改张，而新、旧学术之 

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却不能简单化，意识形态的 

影响也不能作为学术评价的主流。严格地讲，像 

“疑古”与“信古”这一类二元对立的观念非常模 

糊，并不适合评价具体的学术；继此而推及“疑 

古”与“走出”的对立，则又更造成概念类别与层 

次上的混乱，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此为主导理念是 

不妥当的。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原不因学术上的 

“迷茫”而缩短，“迷茫”的只是学术而不是年代。 

有些似乎可以推知而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年代可能 

已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粗略的估计也可部 

分地消除“迷茫”，过分的推求反而更增添几分迷 

雾，甚至会使本已廓清者复归于“迷茫”。这样说 

当然不是要否定三代年代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但 

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以及对三代文明的整个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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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作，仍应提倡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理论研究 

亦应从大处着眼，而不必再就“疑古”、“信古”或 

“释古”、“证古”、“正古”之类的话头作无谓的论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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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plexity at“Transcending the Historical Skepticism”： 

From the Errors of“The X／a-Shang-Zhou Chronology Project” 

Zhang Fuxiang 

(Institute ofLiterature，History and Philosophy，Shandong University，Jinan，250100，China) 

Abstract：In contemporary chronology of the ancient history，the feasible method should still be trying all possible conjunction 

and textual criticism upon the foundation of ancient documentary‘‘texts”。striving to adjust the present chronological system to the 

standard acceptable to most scholars．Yet“The Xia·Shang—Zhou Chronology Pr~ect”does not follow this way．concentrating itself 

mainly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of unwritten materials instead，and most of the results are unreliable．Th e 

multi—disciplinary method advocated by the Project bears the tendency of pan·scientism，thus has led to series of errors in the 

chronological demonstration．Th ese elTOl"$have indicated that，as the guidance idea，the proposition of“Transcending the histori— 

cal skepticism”as well as the formulation of“Transcending the historical skepticism．stepping out of confusion”are both theoret· 

ically and practically incorrect． 

Keywords：Bamboo Annals；“The Xia·Shang·Zhou Chronology Project”：“Transcending the era of historical skep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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